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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理论：组织演化研究的新基础 

□杨博文  黄恒振  [西南石油大学  成都  610500] 

 

[摘  要]  生物进化论是组织演化研究最重要的基础，近年来共生理论有取代达尔文进化论和

拉马克进化论成为主导组织演化研究的新的理论基础之势。在评述作为组织演化理论基础的达尔文

进化论和拉马克进化论的基础上，指出二者本身存在的偏颇以及学者的误读是共生理论成为组织演

化的新基础的契机，而共生理论在组织演化的内涵和特征、组织的本体论假设、组织与环境关系、

组织演化机制等方面的基本立场则是其成为组织演化的新基础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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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组织演化理论是多学科综合的结果，其中，生

物进化论构成了其最重要的基础[1]。自19世纪以降，

在生物演化研究中占据主流的是达尔文进化论，而

唯一能与之抗衡的是拉马克进化论。在组织演化学

术史上，达尔文进化论和拉马克进化论在不同阶段

占据主流地位，学界的共识是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可

逾越的鸿沟，并据此将组织演化理论分为基于选择

的理论和基于适应的理论[2]。然而，生物进化论也

并非是一成不变的，20世纪以来生物学研究中出现

了一种新的进化论学说——共生理论（也称协进化

理论、共同进化理论），近年来吸引了大量研究者的

关注，并渐有取代达尔文进化论和拉马克进化论而

主导组织演化研究之势。共生理论正在成为组织演

化研究的新的理论基础。而共生理论之所以具有如

此强大的生命力，一方面是因为学术界对达尔文进

化论和拉马克进化论的断章取义式的解读而导致了

组织演化理论的决定论倾向，进而阻碍了其进一步

发展；另一方面也与共生理论在组织演化研究中所

持有的温和的立场有关。因此，本文的主题在于分

析作为组织演化研究的新的基础的共生理论，但为

了能清晰把握学术发展的脉络，笔者将首先从学术

界对达尔文进化论和拉马克进化论的解读的批评和

反思入手展开分析。 

一、组织演化的理论基础评述 

（一）达尔文的进化论 

组织演化理论的第一个理论基础来源于达尔文

的进化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刻画了与当时的社会现

象极为相似的图像，因而被称为19世纪三大科学发

现之一。达尔文完全撇开上帝，开始从新的角度，

从持续、动态、进化的角度去解释生命现象，真正

运用一种自然主义的方式去解释自然。根据Durand

的研究，达尔文进化论的理论硬核由四个要素构成
[3]：1）共同祖先。2）物种多样性。3）变异。4）

自然选择。据此，组织演化学者提出组织演化的四

个基本原理：1）变异，在演化过程中组织的能力和

适应度有所区别。2）环境选择，组织环境对组织变

异做出选择，由此形成优胜劣汰。3）保留与传衍，

适应环境的变异将在组织中保留并遗传下去。4）生

存竞争，组织面临着竞争的压力，适应度高的组织

能够在竞争中占据优势，从而发展壮大[4～5]。 

虽然对达尔文思想的运用推进了组织演化研究

的发展，但是由于达尔文进化论本身的偏颇，以及

组织演化学者的误读，导致其在组织演化中的基础

地位部分被拉马克进化论所取代，并最后为共生理

论所取代。首先，诚如Durand所评述的那样，达尔

文的思想带有简化论的倾向。达尔文的进化论既非

演化的也非演化主义的，而是单纯强调由于环境的

作用导致了物种的改变，体现的是一种变异–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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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选择的模式，在达尔文那里，更多是将其理

论运用于生物界而非人类社会和组织领域，所以基

于达尔文进化论的组织演化研究片面强调环境因素

的作用而走向决定论[3]。其次，尽管达尔文对生存

竞争有着较为宽泛的理解，但是达尔文进化论的成

功，使组织演化学者在看到竞争对于生存的推动作

用的同时，又使他们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不

同程度地将这一方面片面地扩大化了[6]。第三，达

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一般被公认为是达尔文进化论

的核心。在自然界中，自然选择无疑是存在着的，

但问题是，达尔文主义者所坚持的自然选择却有着

更为广泛的涵义。在达尔文那里，自然选择不仅仅

是指通过生存斗争淘汰不适者，更重要的是通过“有

利的个体差异和变异的保存”。 其实，达尔文本人

并不十分满意“选择”这个词，认为它的最大缺点

是含有“谁在选择”的意思。但是在组织演化理论

中，环境选择却是最为关键的因素。 

（二）拉马克的进化论 

与达尔文强调选择在演化中的重要作用不同，

拉马克更加关注生物自身的适应行为。拉马克的核

心思想是：任何一种生物，如果经常而持续地使用

某一器官，则这一器官将变得比其他器官强壮，而

那些从来不用的器官则会随时间而慢慢退化，直至

消失，并且这些器官形状的改变会遗传给下一代。

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用进废退”和“获得性遗

传”理论。拉马克认为，生物对环境的适应现象，

都是器官使用程度的结果，例如长颈鹿的长脖子就

是由于它经常伸颈取食树叶的结果。在这一演化过

程中，拉马克强调了生物对环境的主观适应性的作

用。虽然自然界中没有为拉马克的理论观点提供支

持的佐证，但该理论在组织研究领域却受到了学者

们的重视，其关注程度甚至超过了达尔文的进化论。 

在此基础上，许多学者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如

纳尔逊和温特认为组织具有智慧，会有意识地、能

动地适应环境的变化，因而组织变异是有目的、有

方向的，同时组织变异后获得的功能可以有意识地

保留和遗传下去[7]。由于组织领域更为契合拉马克

的理论所描述的情况，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

拉马克主义在组织演化研究中得到了更广泛的推

崇，并大有形成以组织学习能力和动态适应能力为

基础的组织演化研究：“拉马克学派”的趋势。 

然而，组织演化学者误读了拉马克的思想，如

同误读了达尔文一样。在其进化论中，拉马克并未

假设个体或物种有使自己变得更为复杂的倾向，也

未假设个体有促进自身形态变迁的主观意愿，甚至

在其《动物哲学》中，也并未使用业已滥觞的“适

应”这个术语。所以，组织演化学者所理解的拉马

克的观点也是有偏颇的。 

（三）批评与反思 

从某种程度上说，达尔文进化论和拉马克进化

论本身的偏颇和组织演化学者的误读是导致20世纪

晚期组织演化理论面临发展困境的根源所在。对达

尔文和拉马克思想的断章取义的理解导致的直接后

果是走入了决定论的死胡同。综观组织演化理论各

学派，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基于达尔文进化

论的学派假设导致组织演化的决定因素是环境的选

择；而基于拉马克思想的学派则假设导致组织演化

的最终力量来自于组织自身的适应行为。由此带来

的还有学派之间的相互攻讦，限制了组织演化理论

的融合和发展。当然，退一步说，即使学者们的解

读是客观而准确的，组织演化理论所面临的困境也

多少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宿命式的遭遇在于以上两

种进化论所强调的是组织演化的某一方面的内容，

而实际上，组织演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外部环

境和内部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 

因此，对于组织演化理论来说，寻找新的基础

就十分必要了。对于组织演化理论来说，晚近出现

的共生理论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作为理论基础，

共生理论既构成对达尔文进化论和拉马克进化论的

超越，同时也是迄今唯一能够消解二者的对立和分

歧，并将二者的观点有机结合起来的手段。 

二、共生理论在组织演化研究中的基本 
立场 

共生理论（Symbiosis）一词来源于希腊语，原

是生物学名词，最早由德国生物学家德贝里于1879

年提出，是指不同种属按某种物质联系在一起，形

成共同生存、协同进化的关系。而共生演化的概念，

则是由Ehrlich和Raven提出的[8]，其后，前苏联的生

物学家Faminstsim、Kozo-Polianski 和Korskii等人对

共生之结果的研究，德国的保罗·布克纳对内共生

的研究，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共生理论等一系列研

究[9]，共同奠定了共生理论的基础。共生理念的扩

散导致了对基于牛顿的决定论式的世界观和认识论

的反思，有学者开始运用共生的概念来分析生物界

和社会领域的演化现象，从而形成了共生理论作为

一种进化论的基本轮廓。 

（一）共生理论视野下演化的含义和特征 

作为进化论的共生理论视野下的演化，实质上

是一种共生演化。但是学界对于共生演化的含义却

尚未形成共识。有学者将共生演化看作是互惠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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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义词[10]，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共生演化指的

是有机体或组织与其环境之间的同时演化[11]，为了

改变这种状况，Futuyama 和 Slatkin提出判断一种

演化是否是共生演化涉及到三个基础标准：特异性

(specificity)，即一个物种的演化源于另一个物种，

双方必须有显著的因果联系；互惠性(reciprocity)，

即双方都实现演化；以及同时性(simultaneity)，即两

个物种都是同时演化的[12]。这三个标准有效地将共

生理论下的演化与一般演化区别开来，但是Porter

曾提请学者们注意在组织研究中共生演化的隐含方

面：首先组织的共生演化是一种跨越边界的现象，

其次组织中的共生演化现象是适应性的，而且是反

应式的而非诱导式的，最后共生演化中存在着某种

机制保证着持续的组织变迁[13]。 

由此，共生理论视野下的组织演化也就具有了

与传统意义不同的特征[13～14]：1）多向因果。组织

的共生演化涉及到多种原因，同时也涉及多种后果，

其中组织与不同环境要素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是组

织演化的核心所在。2）多层嵌套。在共生理论视野

下，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的共生演化是相互

嵌套着的。3）路径依赖。组织与环境要素在过去的

演化进程的差异使得组织共生演化具有路径和历史

依赖的特征。4）非线性。组织演化是由一系列连续

的反馈路径组成的，组织与环境要素之间复杂的交

互影响使其无法简约成简单的线性关系，群体间的

共生演化方式是难以预测的，是非决定性反馈路径

的结果。5）有机性。组织共生演化是响应性的，事

先无法加以计划，更多的是来自于演化主体自身对

于外界变化的有机调整。6）正反馈。组织演化是不

同主体互动的结果，组织与环境要素的共生轨迹是

相互交织在一起的。 

（二）组织的类生物体假设 

虽然共生理论是作为达尔文进化论和拉马克进

化论的替代方案出现的，但是三者仍存在共同之处，

这就是对组织的类生物体假设。共生理论下组织的

本体论假设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组织是一个有机生命体。组织生命体假设

是生物进化理论在组织分析中得以运用的基础所

在，根据Burns和Stalker的总结，组织生命体假设大

致包含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5]：首先，企业是具有

生物学意义的法人组织，换言之，将组织看作是一

个活的有机体，即有生命、有意志、有发展的生物

活体——生物法人。其次，和生物一样，组织也具

有生命周期。爱迪思认为，比较典型的企业生命过

程可分为产生、成长、成熟、衰退和死亡五个阶段，

五个阶段又可细分为孕育期、婴儿期、学步期、青

春期、盛年期、稳定期、贵族期、官僚化早期、官

僚期、死亡期十个时期[16]。最后，和生物一样，组

织有着自己的遗传基因，这个基因决定了组织的基

本形态和发展，乃至变异的种种特征[7]。 

二是组织是一个智慧体。组织是由一群具有智

慧的人类个体组成的。从哲学层面讲，智慧是指个

体认识、理解和辨析客观世界并能能动解决问题的

能力。从精神层面讲，智慧是一种思想的境界，具

有了智慧的个体就具有了对自然的理解力和改造

力。如果说组织的有机体假设体现了与生物之间的

共性的话，那么，组织的智慧体假设则将组织与生

物区分开来。组织是一个智慧体意味着组织是一个

具有思想、能够主动适应环境并具有很强个性的 

主体。 

（三）共生：对组织与环境关系的新判断 

组织与环境的区分是组织演化理论的起点。基

于达尔文进化论和拉马克进化论的组织演化理论，

其基本预设是组织是外在于环境的，而且认为组织

与环境之间始终存在不可跨越的鸿沟，传统组织演

化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将组织与环境之间的差异绝对

化了。在这一方面，共生理论的预设更为温和，甚

至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组织与环境的区分。其中最

为关键的一点是将组织与环境看作是共生的，其策

略在于将那些与组织关系最密切的要素纳入组织–

环境系统——共生系统之内，因此共生理论视野下

的组织演化实际上就内在于这一系统之中了，从而

使得原先组织与环境的关系变成了一个系统之组成

要素的关系。 

共生理论对组织与环境关系的这种判断，其更

为重要的一面还体现在使得研究者们得以从动态的

视角出发来认识组织与环境的关系。达尔文进化论

和拉马克进化论在处理组织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时采

取的是一种相对静态的研究视角，要么将环境看作

是静止的，要么将组织看作是不变的，而共生理论

则能够把握组织与环境之间的动态关系。在动态关

系中，组织与环境各自建构起与对方的关系，这种

关系的基础则在于二者共生于一个同样的结构背景

中。组织的演化一方面固然取决于自身的各种特性，

但同时也受到与之共生的各种环境要素的约束，与

此同时，环境也基于共生关系在组织的影响下发生

变迁。共生的概念能够把握组织与环境之间关系的

动态性、非线性和复杂性。 

（四）组织共生演化机制的类型学 

组织演化机制是组织演化理论的核心议题之

一。从生物学的角度看，物种的演化主要涉及三个

机制：一是遗传机制，即保存那些赋予生命竞争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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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的机制，并将之传递给子孙；二是变异机制，变

异造就了新的基因的产生，变异在特征上可以分为

盲目的变异和有目的的变异；三是自然选择机制，

通常指的是环境对物种的变异进行筛选，剔除对个

体不利的变异，保留对个体有益的变异。将这些概

念进行抽象，则组织演化机制设计变异、选择和保

留。然而，基于达尔文进化论和拉马克进化论的组

织演化理论在研究演化机制的过程中，却囿于学派

分歧，走向了分裂，并陷入了决定论的泥潭，或是

片面强调选择机制在演化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同时

倾向于忽略适应机制的作用，或是主张适应机制支

配着组织演化，并拒绝承认外在机制的影响。  

所以，学术界长期以来对组织演化机制的讨论

是不完整的。在这个问题上，共生理论的基本主张

是：组织演化机制中的选择机制和适应机制不应该

被分开讨论，组织既不是简单的适应，也不是简单

的被选择，组织的适应性选择行为和选择机制是有

机联系的[14]。因此，应该建立起一种复合机制，或

者说是超机制，即将选择机制和适应机制纳入一个

统一的范畴之中，但问题是如何达到这一目标。因

为在组织演化中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那就是

在演化过程中组织成员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在以

往的研究中，这是一个理论盲点。关于人在演化中

所扮演的角色问题，其实质是在演化过程中主体的

有意识和环境的无意识之间的关系问题。组织的适

应性学习过程体现的是组织的主体性意识，而环境

选择体现的则是环境所予以的约束。共生理论所提

供的方案是，依据在组织演化过程中不同的选择程

度和适应程度以及组织成员所扮演的角色差异，建

立起一个组织演化机制的类型学：幼稚选择演化机

制、管理选择演化机制、管理层驱动演化机制以及

集体驱动演化机制。在这四种机制中，环境的选择

程度逐渐降低，而组织适应性行为以及组织成员的

主体意识的作用逐渐增强，由是，我们可以较好地

把握组织演化机制的关键要素。 

三、结语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得出以下几个结论：1）

达尔文进化论和拉马克进化论本身的不足和组织演

化学者的误读，是导致组织演化理论陷入发展困境

的根源所在，也是共生理论能够取代达尔文进化论

和拉马克进化论成为组织演化研究的新的理论基础

的契机。2）共生理论在对演化含义的理解、组织与

环境之间关系的判断、组织的本体论隐喻以及组织

演化机制等方面的温和立场则是其成为组织演化研

究的新基础的实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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